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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衡量京津冀地区各行政区的生境维持服务责任与权益, 提出以生境适宜性表征供给量, 以人类开发

建设导致的生境占用以及人类行为辐射导致的生境质量下降表征需求量的方法 , 计算京津冀地区  2000, 

2008 和  2013 年的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和需求量。研究表明, 京津冀地区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整体上呈现自

北向南逐渐减少的趋势, 2000—2013 年京津冀地区的开发建设需求量呈现增加的趋势, 行为辐射需求量呈现

下降趋势。承德市和张家口市的供给量远大于需求量, 京津冀东南部沿海城市的供给量小于需求量。研究结

果与京津冀地区各行政区的生态功能定位和经济发展状况基本上相符, 验证了计算方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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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maintaining services in the habitat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is study characterized the supply by habitat 

suitability, and characterized the demand by habitat occupancy and habitat quality decline caused by huma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method, this study calculated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habitat maintenance servic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2000, 2008, and 201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supply of habitat maintenance servic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2000 to 2013, the demand for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while the demand for behavioral radiation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The 

supply in Chengde and Zhangjiakou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e demand, while the supply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citie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was less than the demand. The above result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position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each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which verifies the rationlity of the calculation method. 

Key words  habitat maintenance services; supply of habitat maintenance services; demand of habitat maintenance 
service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组成物种提

供的能够满足和维持人类生存需要的环境条件和过

程 [1]。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2]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

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 并将其分为供

给、调节、支持和文化四大类。在现有的经济体系

中, 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部分服务的

价值无法通过市场来体现, 导致生态系统服务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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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利用[3]。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

供给 (亦称供应或生产 )和需求 (亦称使用或消费 ), 

以及两者之间的流动转换关系 [4–10]。谢高地等[3]根

据计量经济学理论, 构建生态服务供给–需求–价值

化的理论框架 , 为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提供理论依

据 。 为 了 量 化 各 区 域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供 需 情 况 , 

Burkhard 等[11]提出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供

需量化矩阵方法 , 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4,12–14]。翟天

林等 [15]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指数和土地开发指

数, 定量地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

求的时空变化规律和区域特征, 为长江经济带的生

态系统管理以及资源有效配置提供参考。探讨各地

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分析环境资源

和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 可以为界定各地区的生态

权益与责任以及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提供理论支撑。 

栖息地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维持生态系统平

衡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政府间科学决策平台(IPBES) 2019 年发布的《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中指出 , 

全球有近百万物种面临灭绝, 而陆地和海洋等栖息

地的变化是造成全球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首要因素。

因此, 研究生境维持服务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

要意义。 

生境维持服务是生态系统提供的维护物种生命

周期和基因多样性的服务[16], 属于维持生态系统稳

定性的潜在服务。TEEB (The Economics of Ecosy-

stems and Biodiversity)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供给服

务、调节服务、栖息地服务和文化服务四大类 [16], 

CICES (The Comm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分类①中, 物理化学调节服务包

括保护栖息地这一重要服务。谢高地等 [17]在计算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 选择气体

调节、气候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  15 种服务类

型。张翼然等 [18]总结国内  71 个内陆湿地生态的服

务价值, 认为湿地能够提供产品输出、涵养水源和

生物栖息地等众多服务。 

目前, 国内针对生境维持服务的量化研究主要

采 用 条 件 价 值 法 [19–20] 、 替 代 价 值 法 [21] 对 当 量 因  

子 [22]等方法 , 这些研究方法不仅具有较强的主观

性, 而且研究结果只体现生境维持服务的供给量价

值, 缺少对需求量的计算, 难以量化各地区的生态

权益和责任。本文提出用生境适宜性来表征生境维

持服务供给量, 用人类开发建设导致的生境占用以

及人类行为辐射 [3,15]导致的生境质量下降来表征生

境维持服务需求量的方法, 通过计算得到北京、天

津以及河北各市级行政区  2000, 2008 和  2013 年的生

境维持服务供给量和需求量, 以期为界定各行政区

对应的生态权益和责任提供科技依据, 为京津冀地

区生态保护管理政策提供支撑。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的“首都经济圈”, 包括北京

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市、唐山市、廊坊

市、石家庄市、邯郸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市、承

德市、沧州市、邢台市和衡水市(图  1), 位于东经 

113°27′—119°50′, 北纬 36°05′—42°40′之间, 土地

面积为  21.5 万  km2, 横贯我国宏观地貌的第二阶梯

和第一阶梯,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地貌复杂多样, 

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原类型齐全。北部和 

 

图 1  研究区域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①   https://cices.eu/content/uploads/sites/8/2018/01/Guidance-V51-0101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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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山区分布着占京津冀地区总面积  21%的林

地 , 东南的平原地区分布着  10%的建设用地以及

50%的耕地 , 剩余  16%的草地、2%的水域以及  1%

的其他类型土地零散地分布在京津冀地区。 

1.2 数据来源 
京津冀地区  2000, 2008 和  2013 年的土地利用矢

量图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 

www.resdc.cn), 我们将其转化为  90 m×90 m 栅格图

层。按照刘纪元 [23]的中国土地利用代码和土壤侵

蚀代码, 将京冿冀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六大类  19 

小类(表  1)。计算生境退化指数所需的农业活动、

城市和区镇等威胁源数据, 来源于京津冀地区的土

地利用图。道路数据来源于  1:400 万国家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库(http://www.cehui8.com/3S/GIS/20130702/ 

205.html), 我们根据道路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1.3 研究方法 
1.3.1 供给量计算方法 

适宜性评价方法广泛应用于土地规划 [24]、野

生动物生境评价 [25]等领域。生境适宜性指某种生

境可为生物物种提供适宜生存和繁衍的能力, 也可

视为单位时间内栖息地的潜在供给能力。不同类型

的土地, 单位面积提供的生境维持服务量不同 [26]。

为了量化不同类型土地提供生境维持服务的能力 , 

假设原始时期(未受人类活动影响) 8100 m2 (即一个

grid, 栅格)的林地在单位时间(一年)内能够提供的

生境维持服务为一个单位(unit)。 

根据文献[26–32], 结合专家打分, 确定各类土

地的适宜性参数(表  2)。本文涉及的生境适宜性顺 

表 1  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及各类土地的面积占比(%) 
Table 1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area propor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land (%)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2000 年 2008 年 2013 年 

耕地 水田、山区旱地、平原区旱地 50.63 49.94 47.33 

林地 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其他林地 20.72 20.72 20.73 

草地 高覆盖草地、中覆盖草地、低覆盖草地 16.34 16.22 15.61 

水域 河渠、湖泊、水库、滩地 2.92 2.82 2.39 

建设用地 城镇、农村、工交建设用地 8.42 9.39 13.28 

未利用土地 裸地、沼泽地 0.97 0.92 0.65 

表 2  生境适宜性及其对不同威胁因子的敏感性 
Fig. 2  Habitat suitability and sensitivity to different threat factors 

土地类型 适宜性 农业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县镇 村庄 高速公路 国道 省道及县道 铁路 

有林地 0.9 0.1 0.6 0.5 0.5 0.4 0.5 0.4 0.3 0.4 

灌木林地 0.7 0.2 0.7 0.6 0.6 0.5 0.6 0.5 0.4 0.5 

疏林地 0.8 0.2 0.7 0.6 0.6 0.5 0.6 0.5 0.4 0.5 

其他林地 0.7 0.3 0.8 0.7 0.7 0.6 0.7 0.6 0.5 0.6 

高覆盖度草地 0.7 0.2 0.7 0.6 0.6 0.6 0.6 0.5 0.4 0.5 

中覆盖度草地 0.6 0.3 0.8 0.7 0.7 0.7 0.7 0.6 0.5 0.6 

低覆盖度草地 0.5 0.4 0.9 0.8 0.8 0.8 0.8 0.7 0.6 0.7 

河渠 0.6 0.9 0.5 0.4 0.4 0.5 0.3 0.2 0.1 0.2 

湖泊 0.8 0.8 0.4 0.3 0.3 0.4 0.2 0.1 0.1 0.1 

水库 0.5 0.7 0.3 0.2 0.2 0.3 0.2 0.1 0.1 0.1 

滩地 0.6 0.6 0.3 0.2 0.2 0.3 0.3 0.2 0.1 0.2 

城镇用地 0.1 0 0 0 0 0 0 0 0 0 

农村居民用地 0.2 0 0.1 0.1 0.1 0.1 0.05 0.05 0.05 0.05 

工交建设用地 0.1 0 0 0 0 0 0 0 0 0 

沼泽地 0.6 0.6 0.3 0.2 0.2 0.3 0.3 0.2 0.1 0.2 

裸土地 0.1 0 0.8 0.7 0.7 0.9 0.8 0.7 0.7 0.7 

水田 0.5 0 0.5 0.4 0.3 0.05 0.5 0.4 0.4 0.4 

山区旱地 0.4 0 0.5 0.4 0.3 0.1 0.5 0.4 0.4 0.4 

平原区旱地 0.3 0 0.5 0.4 0.3 0.1 0.5 0.4 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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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依次是林地、水域、草地、耕地、建设用地和未

利用土地。对土地利用图中  19 种土地类型进行适

宜性打分处理, 并进行分区统计, 得到京津冀地区

的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供给量  P 的计算公式为 

 19
1 ,j jjP H N t   (1) 

其中, Hj 是第  j 类土地的生境适宜性, Nj 是第  j 类土

地的栅格数, Δt 是单位时间(年)。 

1.3.2 需求量计算方法 
导致土地质量退化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以及频繁的人类活动[33–36], 本文从开发建设和

人为活动两个角度计算生境维持服务需求量。其

中, 开发建设需求量指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直

接占用栖息地 , 从而导致生境维持服务的减少量。

比如, 原始时期的一片森林被改为建设用地, 由此

减少的生境维持服务即为开发建设需求量。开发建

设需求量  Cd 的计算公式为 

 Cd = P0 − Pc ,  (2) 

其中, P0 是基准土地的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 Pc 是

当前土地的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 

本文以原始状态的土地利用图为基准。原始状

态指无人类活动干扰时生态系统的状态, 以此为基

准可以得到各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系统的

影响。根据张连伟[37]的研究, 历史上京津冀地区的

山地森林昌盛, 草原肥硕。此外，很多其他学者也

持类似观点 [38–39]。考虑到京津冀地区原始状态的

土地利用图无法获取, 而在无人类干扰的原始状态

下, 京津冀地区大多是林地, 本文将现有土地利用

图中的耕地、水库和建设用地这些经人类改造的土

地利用类型认定为有林地, 作为京津冀地区原始状

态的土地利用图。 

行为辐射需要量指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影响

周边栖息地质量, 从而引起的生境维持服务的减少

量。比如, 在森林周边有一条高速公路, 人类频繁

的通行会对森林产生影响, 导致森林在单位时间内

提供的生境维持服务有所减少, 该减少量即为人为

活动需求量。除道路外, 农村和城镇生产生活也会

对土地质量产生威胁。本文选用  InVEST 模型[40]的

生境质量模块计算人为活动需求量 , 选择农业活

动、城市中心、区镇、村庄、高速公路、国道和省

道作为威胁源 (表  3)。生境退化指数  Dxj  的计算公

式为 

 
1 1

1

,r rR Y
Rxj y rxy x jrr y

rr

w
D r i S

w


 


 
   

 
  

 (3) 

其中, r 为生境的威胁源; y 是含有威胁源  r 的栅格; 

wr 是威胁源的权重; irxy 是来自栅格  y 的威胁源对栅

格  x 的影响; βx 是栅格单元受制度和社会等因素保

护的水平, 本文设为  1; Sjr 是不同生境类型对威胁源

的敏感程度, 综合文献[29–31,41–43]和专家意见进

行设定(表 2)。 

结合生境适宜性参数与生境实际退化情况, 对

InVEST 模型获得的生境退化指数进行叠加计算 , 

得到行为辐射需求量  Ch, 计算公式如下:  

 h Max
,xj

j
xj

D
C H t

D
 


 (4) 

其中, Max∑Dxj 是京津冀地区生境退化系数的最大

值, α 是退化系数最大值处的实际退化情况。 

1.3.3 敏感度分析 
本文在计算供给量和需求量时都用到生境适宜

性参数。为了分析适宜性参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程

度, 以供给量为例, 采用敏感度(CS)来确定供给量

对适宜性参数的敏感程度。CS 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CS
( ) /

y x x

j y j x j x

P P P
H H H





, (5) 

其中, P 代表京津冀地区生境维持服务总供给量, Hj  

表 3  研究区威胁因子及其属性 
Fig. 3  Threat factors and their attributes in the study area 

威胁源 最大影响距离/km 权重 衰减方式 

农业 3 0.07      线性 

大城市 50 1.00 指数型 

中小城市 40 0.50 指数型 

县镇 20 0.36 指数型 

村庄 10 0.08 指数型 

高速公路 3 1.00 指数型 

国道 2 0.67 指数型 

省道及其他 1 0.33 指数型 

铁路 2 0.67 指数型 

说明: 本文选择的威胁源中 , “农业”指土地利用图中的各种农

业用地, “大城市”指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中心城区, “中小城市”指河北

省各地级市的中心城区, “县镇”指各县政府所在乡镇的城镇用地区

域, “村庄”指土地利用图中的农村地区, “高速公路”、“国道”、“省

道及其他”和“铁路”是在京津冀地区的道路矢量图的基础上转化而

来的栅格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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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生境  j 的适宜性参数, x 和  y 分别代表适宜性参

数调整前后的供给量和参数值。CS>1 说明供给量

对适宜性参数敏感, CS<1 说明供给量对适宜性参数

不敏感。CS 越小, 表明适宜性参数取值越准确, 最

终计算结果的误差值越小。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 

图  2 显示京津冀地区原始时期、2000 年、2008

年和  2013 年的生境维持服务单位供给量。可以看

出 ,  原始时期京津冀地区的单位供给量远远高于

2000, 2008 和 2013 年, 整体上呈现自东南部向西北

部递减的趋势。东南部单位供给量大部分在  0 .9 

unit/grid 及以上, 西部和北部的单位供给量均小于

0.9 unit/grid, 部分地区的单位供给量在  0.6 unit/grid 

左右, 甚至有少部分地区小于  0.5 unit/grid。京津冀

地区  2000—2013 年的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变化不

大, 整体上呈现自北向南逐渐减少的趋势, 北部多

数地区的单位供给量大于  0.5 unit/grid, 南部及东南

部的单位供给量在  0.2~0.3 unit/grid 之间, 极少数地

区的单位供给量小于  0.1 unit/grid。可以看出, 与原

始时期相比, 2000, 2008 和  2013 年的供给量变化很

大。这是因为北部地区以山区林地为主, 能够更好

地维持栖息地的质量, 而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受人类

活动影响较大, 提供生境维持服务的能力比北部地

区变化大。 

2.2 生境维持服务需求量 
图  3(a)显示京津冀地区  2000, 2008 和  2013 年的 

开发建设需求量, 可以看出, 各行政区的开发建设 

 

单位供给量从 0~1 代表生境维持服务的供给能力逐渐增强, 1 表示供给的生境维持服务量最多, 0 表示不供给生境维持服务 

图 2  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supply of habitat maintenance services 

 

图 3  开发建设需求量(a)和行为辐射需求量(b) 
Fig. 3  Demand of development/construction (a) and behavioral radiati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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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随时间变化不大, 总体上呈现逐渐增加的趋

势。其中, 开发建设需求量最多的是张家口市, 最

少的是秦皇岛市。张家口市(36793.9 km2)与承德市

(39491.5 km2)的面积相近 , 廊坊市(6415.29 km2)与

秦皇岛市(7770.78 km2)的面积也接近, 但张家口市

和廊坊市的开发建设需求量却分别是承德市和秦皇

岛市的两倍。结合土地利用图可知, 张家口市西北

部地区耕地居多, 而承德市境内分布着大片的森林

和草地, 秦皇岛市有  50%左右的地区分布着森林和

草地, 而廊坊市境内全是农田和建筑用地。上述情

况说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张家口市与廊坊市的开

发建设活动较为频繁, 导致境内大片的林地转化成

耕地和建筑用地。 

分区统计京津冀各行政区  2000, 2008 和  2013

年的行为辐射需求量, 结果如图  3(b)所示。2000—

2013 年, 京津冀大部分地区的行为辐射需求量呈下

降趋势。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城市开发力度不断增

大, 区内建设面积增多, 而人工环境对威胁源的敏

感性较小, 结合生境退化指数的计算公式(式(3))可

知生境退化指数变小, 由式(4)可知生境退化指数与

人为活动需求量成正比, 因此行为辐射需求量呈下

降趋势。北京市、天津市和廊坊市  2008 年的行为

辐射需求量大于  2000 年, 主要原因是在此期间, 这

3 个城市的对外需求量增长幅度较大, 导致行为辐

射总需求量增加。 

2.3 生境适宜性参数的敏感度分析 
分别将京津冀地区  19 类土地类型的适宜性参

数增减  10%, 计算敏感度  CS, 最终结果见表  4。京

津冀地区  19 种土地类型的生物多样性供给量敏感

度均小于  1, 证明本文选择的生境适宜性参数对供

给量的计算结果影响较小, 即使某类土地的适宜性

参数偏高或偏低, 也不会影响最终结果的可靠性。 

3 讨论 

将各行政区的开发建设需求量与行为辐射需求

量相加, 得到各地区的生境维持服务总需求量, 结

合京津冀地区行政区划图得到图  4。可以看出, 北

部的承德市、张家口市和秦皇岛市供给量明显大于

需求量, 东南部临海平原的唐山市、天津市和沧州

市等地区供给量小于需求量。该结果与张永芳等[44]

对京津冀地区生态补偿额度研究中各行政区的补偿

优先级计算结果基本上一致, 也与京津冀地区各行

政区的生态功能定位相符。 

表 4  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敏感度变化 
Table 4  Sensitivity change t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habitat service 

LULC 代码 土地类型 2000 年 2008 年 2013 年 

21 水田 0.02 0.00 0.00 

22 有林地 0.19 0.20 0.21 

23 灌木林地 0.12 0.12 0.12 

24 疏林地 0.03 0.03 0.03 

31 其他林地 0.01 0.01 0.01 

32 高覆盖度草地 0.16 0.16 0.16 

33 中覆盖度草地 0.06 0.06 0.06 

41 低覆盖度草地 0.01 0.01 0.01 

42 河渠 0.01 0.01 0.01 

43 湖泊 0.00 0.00 0.00 

46 水库 0.01 0.01 0.01 

51 滩地 0.01 0.01 0.01 

52 城镇 0.00 0.00 0.01 

53 农村 0.02 0.02 0.03 

64 工交建设用地 0.00 0.00 0.01 

65 沼泽地 0.01 0.01 0.00 

11 裸地 0.00 0.00 0.00 

121 山地旱地 0.10 0.10 0.09 

123 平原旱地 0.23 0.23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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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京津冀地区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与需求量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map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habitat servic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由图  4 可以看出 , 京津冀地区东南部的天津、

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  6 个城市的供给量

远小于需求量, 甚至比北京市的供需差距大。该结

果与公众对京津冀地区的普遍认知有偏差, 如果以

本文的研究结果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会增加政策

推行的阻力。造成该结果的原因是京津冀东南部地

区以平原地形为主, 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较多, 而

在本文假设的基准中, 耕地和建设用地在原始状态

下均为林地, 导致东南部城市的开发建设需求量过

高。本文选择原始时期作为基准, 各行政区的需求

量包含过多的历史需求, 导致部分地区的生态责任

过重。在今后的研究中, 可以考虑以其他时间点作

为基准年。如以  1980 年为基准, 计算各地区在改革

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情况下的生境维持服务需求

量, 或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度设置动态的基准。 

本研究提出的计算方法存在一些不足。第一 ,

将受到人为活动影响的土地利用类型(如耕地、水

库和建设用地)均认定为林地 , 得到原始状态的土

地利用图, 而京津冀地区部分建设用地和耕地在原

始时期可能是湿地。为了确定原始状态土地利用图

的处理方法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我们对各类土地的

生境适宜性参数做敏感度分析, CS 均小于 1, 说明

区分原始时期是林地还是湿地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较

小。第二, 在计算需求量时只考虑各地区的土地质

量退化, 未考虑贸易流动过程中转移的生境维持服

务。生物多样性公约 [45]强调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

重要性, 指出目前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主要来源

于当前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近年来, 研究贸易过程

中隐含的生态系统服务流动逐渐成为热点 [46–47]。

我们在后续研究中将增加贸易流动这一因素, 计算

各地区贸易过程中附加的生态价值转移, 更好地限

制各地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总需求, 提高资源的使

用效率。 

4 结论 

本研究提出用生境适宜性来表征生境维持服务

供给量, 用人类开发建设导致的生境占用以及人类

行为辐射导致的生境质量下降来表征生境维持服务

需求量, 计算京津冀各行政区  2000, 2008 和  2013 年

的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和需求量 , 得到以下主要 

结论。 

1) 承德市和张家口市的供给量远大于需求量, 

而京津冀东南部沿海城市的供给量小于需求量。该

结果与京津冀各行政区的生态功能定位以及经济发

展状况基本上相符, 验证了计算方法的合理性。 

2) 京津冀地区  2000—2013 年的生境维持服务

供给量整体上呈现自北向南逐渐减少的趋势, 张家

口市和承德市的供给量远大于其他地区。 

3) 京津冀地区  2000—2013 年的开发建设需求

量呈现增加的趋势, 其中开发建设需求量最大的是

张家口市, 最小的是秦皇岛市。同时, 大多数行政

区的行为辐射需求量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北京市的

行为辐射需求量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4) 19 类土地的适宜性参数敏感度均小于  1, 表

明适宜性参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较小。 

本文提出的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和需求量表明

计算方法可为衡量各行政区的生态权益和责任以及

确定跨行政区的生境维持服务生态补偿提供参考依

据。本课题组将增加对其他地区的研究, 验证本文

计算方法的普适性 , 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可靠的依

据。在未来的栖息地保护工作中, 可以以供给量和

需求量为依据, 落实生态权益和责任, 对净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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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地区予以补偿, 对净需求量大的地区予以收费,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区际之间的生态公平。在以后的

研究中, 可以通过未来情景模拟, 研究城市再扩张

或气候变化等情景下生境维持服务供给量和需求量

的变化趋势, 提前预知未来的栖息地状况, 进而针

对各地区的发展情况提出更有利的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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